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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每个人所拥有的知识中大部分来自于证言（testimony）。而一个人如何才能合理地接受证言？
或证言如何得到确证？这是证言知识论的核心问题。对此，本文首先分析了三种流行理论（还原论、非还原
论和融合论）的基本特征和所面临的困难。其次，基于这些理论的合理方面提出了新的确证方案——证言的
利害确证，即任何确证方法（如还原论、非还原论）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它们都被统摄于“利害原则”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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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knowledge that each person possesses comes from testimony. How does a person 
rationally accept testimony? Or how is a testimony justified? This is a core issue of testimony epistemology. In 
this paper, I first analyze basic features and weaknesses of three kinds of popular theories (Reductionism, Non-
Reductionism, and the Hybrid theory).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more reasonable aspects of these theories, I put 
forward a new proposal – the interest justification of testimony, that is to say, any method of justification about 
testimony, be it Reductionism or Non-Reductionism, is not contradictory to others, for they all obey the interest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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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是有限的认知者。在实际生活中，
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他们的知识并非总是以亲眼
所见、亲耳所闻的亲知方式而获得，相反他们的
大部分知识是通过他人或他物等间接方式而获得
的。当代知识论把这种非亲知的知识称为证言知
识。
证言的基本表现是：“S 声称 P 当且仅当凭借
一个交流行为所传递的内容，即（1）S 合理地有
意传达了信息 P，或（2）这个交流行为被合理
地看作传递了信息 P。”[1] 然而一个人究竟怎样才
能合理地接受证言，或者说证言是如何得到确证
的（justification）? 证言知识论对此的回答主要有
三种：还原论（Reductionism）、非还原论（Non-
Reductionism）和融合论（Hybrid Theory）。
一、证言确证的还原论进路
还原论对于证言确证的回答主要有这样几个
特征：第一，承认证言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但否定
证言是独立的知识源泉，也就是说证言不享有知
觉、推理和记忆那样的基础地位，并且证言在根
本上有赖于知觉、推理和记忆，是它们的派生物。
因此证言本身并不能带给听者确证性；第二，听者
要确证地接受证言，听者必须至少给出相关的正
面理由。强调认知主体的理智自治；第三，具有内
在论的倾向；第四，对证言始终持怀疑和批判的态
度，因此也就潜在地对他人持不信任的态度。具
体来说，还原论可以区分为强弱两个版本：整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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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论（Global Reductionism）和局部还原论（Local 
Reductionism）。
1. 整体还原论
该理论可以追溯到休谟。休谟虽然承认证言
对人类知识的贡献，但认为证言没有知觉可靠。
他在《人类理解研究》论及神迹时写道：“来自于
圣经或传统的权威都仅仅是基于信徒的证言，因
为这些信徒目击了我们的救世主为了证明他的神
圣使命而行的神迹。因此，基督教真理的证据并
没有我们感官真理的证据那样充足。…这是很明
显的，它（证据）在从（初始的）教徒传给他们
的门徒时，证据性会减弱。任何人由证言而建立
的信任都赶不上由直接的感官对象所建立的。”[2]
因此，以休谟为代表的整体还原论主张证言不具
有与知觉、推理和记忆同等的基础地位，证言的
确证必须还原为非证言的理由，即还原为知觉、
推理和记忆等个体亲知的因素。
显而易见，整体还原论的缺陷是不少的，主
要表现在：首先，每个人都是有限的认知者，不可
能总是以亲知达到确证。如科迪（C. A. J. Coady）
所说“我们都知道女人生孩子……但我们大多数
人并没有亲自观察到这件事。”[3]况且如果每个人
总能以亲知的方式进行确证，那就意味着他们在
认识上是无限的，这样又何需证言呢？其次，它
忽视了孩童求知的问题，无法解释孩童无理由地
接受老师、长辈教导的现象。
2. 局部还原论
局部还原论的主要倡导是弗里克（E. Fricker），
她继承了整体还原论“理智自治”的基本精神，
认为在证言行为中听者检查我们的对话者和为每
一个证言提供理由是至关重要的。[4] 不同的是局
部还原论不要求听者总是把证言进行彻底或整体
的还原，即不要求把证言回溯最终还原为听者的
知觉、推理和记忆。它主张一种有限的还原，只
要求听者在具体的场合中对特定的证言给出经验
性的理由，并且其他的证言也可以作为理由进入
当下的还原任务中。“在整个对话中，听者应当根
据他可使用的证据或线索持续地评估说者的可信
赖性。……不过对说者不可信赖的迹象的监督是
在潜意识的水平上产生的。”[5]此外，针对孩童求
知问题，弗里克区分了“发展阶段”和“成熟阶
段”，发展阶段即缺乏足够知识水平的阶段，只有
处于发展阶段中的听者才可以不必对证言进行还
原。“孩童的盲目信任是值得原谅的，但对于成人
我们必须经过对说者的可信赖性进行评估。”（[4]，
p.400）
尽管局部还原论弱化了还原的要求，避免了
整体还原论的困难，但其仍旧有不少问题：首先，
局部还原论坚持“理智自治”，但又认为听者对说
者的评估有时是下意识的，这意味着理智并未参
与其中，与“理智自治”相背离。并且“下意识
的机制并不能产生知识确证的来源。”[6]其次，对
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的区分导致了一个模糊之处，
“这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即哪种证言对听者而
言是‘发展的’（因此可以基于信任而接受），哪
种需要仔细的检查和监督。”（[6]，p.116）再次，
并未真正地解决孩童求知问题，它只是采取非还
原的方式对此进行了特殊的处理， 没有把局部还原
论贯彻到底。
总之，整体还原论和局部还原论都面临着共
同的困难：第一，由于坚持要求听者给出接受证言
的正面理由，所以都无法真正解决孩童求知的问
题。第二，都具有过多的怀疑主义色彩，不能说
明现实中存在的大量无理由接受证言的现象。倘
若在生活中对于形形色色的证言总是要加以还原，
给出接受或拒绝的理由，那么一个人的生活将无
法正常进行。并且还原论不可避免地预设了这样
一个前提：即现存社会是普遍不诚实，人们之间缺
乏基本的信任。可是如果没有基本的信任，一个
社会又何以能够存在呢？
二、证言确证的非还原论进路
非还原论的证言确证方案主要有这样几个特
点：第一，非还原论不仅承认证言是知识的来源，
并且认为证言和知觉、记忆、推理一样，也具有
基础的知识源泉的地位。由此证言本身可以直接
赋予听者以确证性。第二，对于证言的确证，听
者无需给出正面的理由。第三，有明显的外在论
倾向。第四，对证言持一种普遍轻信的态度。 具
体来看，非还原论可以分为强弱两个版本。
1. 强的非还原论
其思想可以追溯到里德（T. Reid）。强的非还
原论主张人们可以直接接受别人的证言，相信是
应该的，不相信才是不应该的。首先，就里德而
言，人具有“诚实”和“轻信”两个原则。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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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总是最主要的，是心灵的自然流露……相反，
撒谎是违背本性的行为。”[7]因此我们具有“相信
别人的诚实、相信他们的言词的倾向，这是前面
那一道德初始原则的配对物；我们把那称为诚实原
则。”（[7]，p.240）其次，在科迪看来：第一，交
流的前提是同意和理解，也就是把对话者的证言
看作是可信赖的，“不把证言必然地理解为可靠的，
那么一个人就无法把握证言。”[8]“有意义地使用
语言的能力与作出真实的报告是联系在一起的。”
（[3]，p.96）第二，一方面，某个证言信念的形成
过程中，它结合了其他信息路径的输入；另一方面，
证言信念与其他种类的信念融贯地形成了一个信
念体系。因此。这两个水平的综合决定了证言必
定是可靠的。[9]
这种非还原论面临的困难是：首先，里德的诚
实原则声称说真话是人的本性，这就预设了“性
善论”。而人性到底如何具有很大争议的。更重要
的是在实际中谎言是常见的现象。所以诚实原则
是难以立足的。如果诚实原则不成立，那么轻信
原则也就瓦解了。其次，格勒弗特（A. Gelfert）
认为科迪虽论证了证言的一般可靠性，但不能为
特定的人接受或拒绝特定的证言的作出详细的说
明。“它不能在（与听者）相关或不相关的证言之
间作出区分，也不能就何时可以合理地拒绝证言
做出任何说明。”（[6]，p.108）
2. 弱的非还原论
和强的非还原论一样，弱的非还原论认为证
言本身可以赋予听者确证性，听者可以直接接受
说者的证言。不过弱的非还原论在此基础上加入
消极的接受理由，企图避免非理性的盲目轻信。
该理论的代表伯奇（T. Burge）主张：“人们有权接
受看起来是真的和他理解的东西，除非有更充足
的理由让他不相信。”[10] 具体来说，首先，人们
之所以有这种权利是因为对话者也是理性的存在，
理性的对话者本身可以作为我们接受证言的理由。
“我们有合理的权利依赖对话者，因为我们可以设
想对话者是一个理由的来源。”（[10]，p.470）“理
性的来源是导向真的。”（[10]，p.471）其次，“表
现为真”和“可理解”意味着听者一定程度上运
用了理性能力，并非完全盲目地信任。并且“听
者没有不相信的理由”也是从消极方面提供了接
受证言的理由。
针对这种主张的批判主要来自于弗里克，在
她看来伯奇一方面认为听者能够直接接受一个证
言，乃是因为证言本身合理地具有确证性。 而另
一方面伯奇认为直接接受证言的合理性是由于证
言“看起来为真”和“可被理解”。前一方面是客
观的，后一方面是主观的，显然这两个“合理性”
不是一回事。[11]
总的来看，这两种非还原论都面临着这样几
个困难：第一，他们的理论预设了听者处于一个适
宜接受证言的环境，并且还假定说者在知识与道
德上是普遍可靠的，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总是如
此。第二， 尽管他们可以解释孩童无理由接受师长
教导的现象，但凭借轻信的态度无法应对证言中
存在的虚假和错误的情况。第三，轻信的态度可
能导致听者在实践中产生不利的后果。 
三、证言确证的融合论进路
鉴于还原论和非还原论所陷入的困境，近些
年来不少知识论学者在还原论和非还原论之间寻求
“中道”，试图把还原论和非还原论进行融合，其中
拉基（J. Lackey）和福克纳（P. Faulkner）的理论
最为引人注目。拉基的“二元论”主张“证言信念
的确证工作不是由听者或说者中的任何一个单独完
成的。”[12] 证言的确证是听者和说者双方的协作，
由他们共同完成。福克纳也说道：“我提出证言的
信任理论作为融合理论。这个理论的表面结构与最
近被拉基提出的‘二元论’很相似。”[13]
1. 拉基的“二元论”（Dualism）
拉基认为“一个合适的证言确证或授权的观
点需要承认听者信念的确证或授权具有两个源泉，
即说者的可靠性与听者为信念提供的合理理由。”
（[1]，p.177）说者和听者双方在证言确证中都必
须尽到知识的义务。由此二元论的基本主张既“包
括了对于说者可靠性的要求（来自于非还原论），
也需要正面的理由（来自于还原论）”（[1]，p.177）
具体表述为：对于任何说者 A 和任何听者 B 而言，
如果要使 B 确证地接受 A 的证言 P，那么：
D1：B 是基于 A 的证言而相信 P，
D2：A 的证言是可靠的或有助于“真”的产生，
D3：B 是可靠的或有合适的能力接收证言，
D4：为了收到可靠的证言，A 与 B 所处的环境
要适宜于 B 接受 A 的证言，
D5：B 没有不相信 A 的证言的（心理的或规范
的）理由，
D6：B 有合适的正面理由接受 A 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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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关于听者给出理由的要求拉基进行了特别
的说明，他认为这个要求并不像还原论那样严格，
不要求把理由进行任何程度的还原，要求听者给出
接受证言的理由只是为了避免非理性的接受。
拉基二元论的不足：第一，二元论实际上是一
种“复杂的还原论”。因为“在她的理论中非还原
论的要素仅仅是声称证言能够作为可靠的源泉。”
（[13]，p.11）她忽视了非还原论的“信任”要素，
如此依旧难以解释实际中存在的无理由而又合理
信任的情况。第二，“二元论更像是一个理论设想，
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一个完整的理论应该能
详细地指出是什么使得环境适宜于接受可靠的证
言，还应该指出听者如何发现自己处于怎样的环
境。”（[6]，p.129）第三，由于二元论并未详细说
明听者如何判断自己的处境，所以也难以合适地
解决语境带来的困扰。
2. 福克纳的“信任理论”
福克纳认为证言知识是关于信任的知识。尽
管证言的确证的确需要听者提供合适的理由，但
“这个理由的获得并不取决于听者是否有（相关的）
知识，而是取决于听者是否能合理地依靠（说者）”
（[13]，p.202）只有当一个可靠的说者向听者做出
担保时，听者才能合理地依靠说者，从而合理地
接受说者的证言。具体来讲：
（A）对于证言 P，一个听者 A 在接受证言时是
得到授权的，当且仅当 A 的其他态度使得 A 相信 P
是合理的。
（B）（听者）A 通过持有证言 P 而相信 P，只
有之前的说者得到授权或得到确证地相信 P，A 才
能获得授权地或确证地相信 P。
（C）如果 A 持有证言 P 是被授权的，并且之
前的说者是获得授权地相信 P，那么支持命题 P 的
授权可被传递以支持A关于P的信念。（[13]，p.201）
其中（A）是对还原论的兼顾，但听者相信说
者的理由出于内在的道德情感。（B）和（C）说明，
“听者要获得证言知识或者实现证言的确证，那么
先前的说者必须知道它或确证它。这个先前的说
者并不需要是直接的说者。”（[13]，p.202）即证
言的传递链上只要最先的说者知道即可，不必每
一环都知道。
福克纳受到的批判：第一，说者对确证的贡献
上，“福克纳夸大了具体说者的特殊性质对于听者
证言的确证。”[14]并且他忽视了语境和听者的背景，
“对于不同的听者，实际上说者的担保或者承诺在
不同的听者身上产生的确证性不同，说者对同一个
证言作出的担保对于专家来说可能是确证的，但对
于外行来说则可能不被确证。”（[6]，pp.133-134）
第二，为什么内在的道德情感可以作为相信说者的
理由？“为什么当我们情感上信任说者时就要相信
他们的证言，福克纳对此的解释是值得怀疑的。”[15]
两种融合论最致命的问题是：听者作为认知能
力有限的存在者，如何能够保证他知晓某个特定
的环境是否适合于证言的接受？又如何确保听者
知晓说者的情况？（如说者是否可靠、说者是否
知道他的证言）归根结底，尽管证言行为是由听
者和说者共同组成，但置身于事内的听者不能总
是了解说者的情况，融合论的确证方案更像是置
身于事外对证言行为进行观察和评估的第三方的
理论，而非关于听者对证言进行确证的理论。
四、对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再思考 
一方面，还原论对证言始终持有一种谨慎和
怀疑的态度，因而要求接受证言必须至少有正面
的理由。但现实中人们通过证言获得知识时并非
总是采取这种方式。因而还原论受到很多批评。
不过对于一些特殊情况，还原论有其必要之处，
这是非还原论所不能做到的。比如：通常认为对
于军队获得的敌方情报，证人提供给警方的证言，
有关居住地将会发生地震的通知，航班时间发生
变动的消息等等，都应该进一步核实与还原，而
不能简单地相信。另一方面，非还原论认为证言
是普遍可靠的，由此对证言持一种轻信的态度。
然而证言中的错误与谎言是难以避免的，这使得
非还原论遇到很多困难。但在一般的日常生活中，
尤其在当今信息时代中，它可以解释很多直接接
受证言的现象。比如我们经常直接相信来自于网
络、报刊和书籍的信息，直接接受师长的教导等等。
这是还原论不能做到的。
不可否认，还原论和非还原论各有所长，它
们不能相互替代。现在试想，如果上述所举事例
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就是说，同一个人为什
么此时如此，彼时那样皆是合理的？到底是什么
原因把这些合理性统一起来？是什么因素让我们
觉得他对于不同的证言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都是
合理的？我的回答是：利害的考量。任何正常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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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寻求在他看来是好的东西，避免坏的结果。
 
五、证言的利害确证方案
1.证言的利害原则
人们对于证言的态度（接受或拒绝），并非仅
仅出自于知识上的原则（如还原论或非还原论的
确证原则），实际上当人们采取某种知识的原则时，
他们事先已本能地对证言进行了利害的掂量，尽
管人们并不总是意识到自己在掂量。这种掂量遵
循着这样的原则 —— 证言的利害原则：
第一条，损失最小化：听者应该谨慎地对待与
他有利害关系的证言，尤其是可能给他带来坏的
后果的证言。
第二条，益处最大化：听者可以直接地接受与
他无利害关系的证言，如此信息最大化，知识也
随之最大化。
证言的利害原则是人们在证言接受中的一个基
本的安全性保障，它是人的趋利避害本能的自然流
露。一个有正常理智的听者根据常识能够容易地对
证言进行利害的掂量。这种掂量能力是每一个正常
人所具备的，因为这是他生存的基本素质。
2. 选择原则
证言的利害原则引导着它的知识原则，而利害
原则对知识原则的导向作用通过选择原则而实现。
所谓选择原则就是对具体确证方法的选择。它并不
否定以往的确证方法（如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方
法），而是把它们置于合适的位置以正当地“运作”。
基于证言的利害原则得出三条基本的选择原则：
第一条： 听者认为一个证言和他没有利害关联
时，听者可以无理由地接受看上去为真的证言，除非
他有更强的不接受的理由。（运用了非还原论的方法）
第二条：听者认为一个证言和他存在着利害关
联时，尤其当听者接受或拒绝该证言后会产生坏的
后果时，那么听者必须给出正面的理由去接受或拒
绝，甚至进行必要的还原。（运用了还原论的方法）
第三条：听者认为一个证言和他存在着利害关
联时，尤其当听者接受或拒绝该证言后会产生坏的
后果，但听者无法进行还原也无法给出合适的理由
时，那么：（1）听者应该悬置判断；（2）如果要求听
者必须做出抉择时，听者应该从后果上进行考虑——
即到底接受还是拒绝在总体上风险或损失最小。
现举一例来进一步说明选择原则。假设在某
机场候机厅有互不认识的三个人甲乙丙。甲去北
京，乙去上海，丙去广州。三人恰好坐在相互挨
着的三个椅子上。这时甲告诉乙和丙，说广州正
在降暴雨，相关航班的起降受到影响。此时丙极
有可能询问机场人员核实甲所说，而乙则很可能
就此直接相信了甲所言。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
能说乙是对的，丙是错的，或者相反。我们应该
把他们的行为都看作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只是做
了他们应该做的事，广州降雨与乙无利害关系，
乙相信甲所言不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
也由获取信息而受益，因为他比先前知道得更多
（即便信息为假也无损于乙）。而广州降雨与丙的
利害密切相关，所以丙采取了还原确证的合理方
法，以尽量避免损失或伤害。 
总之，听者与他所面对的证言之间的关系决
定了听者采取何种确证方法。这就是说“利害原则”
先行于“确证方法”并且决定“确证方法”的选择。
在“利害原则”的指导下，任何确证方法都只是
一个待选项，并且确证方法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
的，可以多种确证方法并存，同时发挥作用。因此，
还原论和非还原论的确证方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它们仅仅都是作为服务于“利害原则”的一种手
段和工具。这样，证言的利害原则与选择原则一
起构成了证言利害确证的方案。
3. 对疑虑的解答
针对上述选择原则之第一条或许存在着这样
一种疑虑，即在法律审判中，证言或证词对被告
与原告有利害相关，而与法官本人无利害相关，
这时法官却不能依照选择原则之第一条而进行。
如此是否利害原则出错了呢？不是。我想这里有
两点误解：第一，证言或证词对被告与原告有利害
相关；第二，证词与法官本人无利害相关。
针对第一点所要澄清的是，证词与被告或原
告之间并非是“利害原则”中的利害相关。因为
“利害原则”的确证方法要求听者在抉择证言时
加入利害因素的考量，即关注的是听者的利害相
关。而原告与被告却不是听者，而是说者，其利
害相关是说者意义上的。为什么呢？首先，法庭
审判中被告和原告都是作为说者向法官作出陈述。
他们的利害取决于他们如何举证和如何说服法官。
其次，尽管被告和原告会听取彼此的证词，但目
的不是接受，而是反驳。由于他们彼此不接受对
方的证词，因此任何一方的证词对于另一方来说
都不能成为证言知识。所以，审判中被告与原告
都不是证言知识意义上的听者，他们的利害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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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说者的角度上来讲的，而非听者，并非这里
的“利害原则”所论。
针对第二点所要表明的是，证词与法官有着
利害关联。首先，法官是被陈述的对象，他是“置
身事内”、具有证言知识意义的听者。因为他的目
的与被告或原告不同，他不是要拒绝被告或原告
的所有证词，而是要接受其中合理的部分，即获
得一部分证言知识。其次，法官如何从证词中“求
知”呢？我认为法官对证词的抉择至少与他自身
有着利害关联，因为如果他疏忽大意，不负责任
而导致了冤案，那么至少他自身很可能受到不利
的影响（如被辞退、被追究法律责任。）所以，鉴
于此，按照利害的确证方法，法官应采取“还原论”
的方式去对待被告和原告的证词，这也是法律上
对待证词常采取还原态度的原因之一。
因此，法官并非置身事外与证词无利害相关，
相反他与证词有着利害关联。法官是“听者的利害
相关”，是“利害原则”所关注的；而被告和原告是“说
者的利害相关”，不能与法官之利害混为一谈。
4. 证言利害确证方案的优势
处理还原论无法说明的现象——设想一名普
通的司机通过手机获得一则消息，消息称中国成
功发射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现在该司
机不具备与此消息相关的知识，也找不到相关人
士进行确认，他不清楚是否真有那么一颗卫星成
功发射。那么该司机如何合理地接受这则证言呢？ 
对于这种情况如果按照还原论的要求，听者
不仅无法把说者的证言还原为个体的直接经验，
而且就算针对说者证言要给出正面的接受理由也
是很困难的。因此还原论是失败的。这也是非还
原论对其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仅仅直接
采用非还原论的主张，虽然它允许该司机无理由
而接受证言，但却始终难以摆脱盲目轻信的困境。
不过如果把非还原论的确证方法置于利害原则之
下，则可以对此进行合理的说明。这就是说对于
听者而言，在对证言可靠性不了解的情况下，只
要他明白自己的相关利害，则可以评估此消息与
他是否存在着利害关联。如果没有利害关联则可
以无理由而直接接受证言，并且这种接受是合理
的。因为根据利害原则，倘若这则消息为真，那
么是可喜的，听者获得了益处；如果是错的也无妨，
听者并不会受到任何损害。
处理非还原论无法应对的情况——假设居住
在A地的一名普通超市店员在浏览某网站时看到一
则消息，消息称他所在的 A 地有座火山近期将要
喷发，建议居民尽快转移。现由于该店员首次看
到该消息，并且此时也找不到相关人士进行确认，
所以他不清楚是否确有此事，他没有任何决定他
接受或拒绝的理由。那么该店员应该怎样合理地
对待这则证言呢？
如果按照非还原论的主张，该店员应该直接接
受该证言。可是这般轻信能行吗？当然不能！因为
万一证言是虚假的，轻信会使该店员造成恶的后果，
比如他草率地逃离了，那么他就因旷工而受到损失。
但如果他简单地不相信同样会造成恶果，如财产损
失，丢掉性命。由于这则消息关乎该职员的切身利
害，所以，按照利害原则他要合理地接受这则消息
就必须有正面的理由，甚至在某些方面进行必要的
还原，如此才可以尽可能地避免恶果。
处理证言确证中的“孩童求知难题”—— 在
实际中孩童无理由接受老师的教导是普遍的现象，
对此到底该如何进行说明？还原论主张听者要确
证地接受证言，就必须至少给出正面的接受理由。
这显然忽视了普遍存在的孩童求知现象，难以对
此进行说明。非还原论虽然以轻信的方式解释了
该现象，但轻信原则并不能真正合理地说明其他
的一些情况（前文已述），即轻信原则不能贯彻到
底，所以非还原论对孩童求知的说明令人难以信
服。此外，或许有人说孩童求知问题是应该排除的，
因为孩童是“认知的无能者”，不应该纳入证言确
证的讨论。可是在证言的传递过程中，任何人都
有可能是“孩童”。这就是说，当一个证言所涉及
的信息和知识水平远远高于和超出听者的认知水
平时，此时听者就是“孩童”，尽管听者可能已具
备某些常识，但对于这种证言他的常识很可能是
无效的，比如很多新的科学发现就是颠覆常识的。
因而这种潜在的“孩童”和真实的孩童所处的境
况一样。由于人人都是潜在的“孩童”，所以真实
的孩童求知问题就不应该排除在成人之外。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孩童和成人有着完
全相同的证言确证过程。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在
证言确证问题中孩童与成人的区别在于孩童没有
利害的评估。但这并不是说孩童是证言利害确证
方案的例外，因为利害的评估在孩童求知过程中
依然存在。具体来讲，孩童求知问题并非简单地
仅仅是孩童与老师之间的问题，实际上家长也“暗
中”参与其中。因为孩童对证言没有的自觉期待，
孩童并非自作主张要求接受教育，他只是由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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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要求而被送到学校。接受教育是家长帮孩童
做出的决定，而家长之所以帮孩童做这样的决定
乃是因为在家长看来通过老师的教导（证言）孩
童能够获得好处。由此孩童获得了接受老师的证
言的合理性，只不过这种合理性是家长赋予的。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并非任何某人 A 都可以使某
人 B 接受某人 C 的证言变得合理。这里只是因为家
长与孩童的特殊关系，家长拥有帮孩童做出决定
的特殊权利。
5. 证言利害确证方案的进一步说明
通过上述可以看到，所提出的证言利害确证
方案是一个富有成效的尝试。不过它或许还遗留
着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对于利害原则中的第二条，
听者何以可能获得的信息最大化，知识也随之最
大化？第二，根据利害确证方案，听者接受了与
他无利害关联的证言，由此听者可以任意传播它
吗 ? 即如何规范说者 ?
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是“一路的”，因而我将
对它们进行统一的说明：对于信息最大化知识也最
大化的看法，我们一般是不否认的。但这里的前
提是所有信息（证言）中有一部分是真的。如果
全为假，我们则不可能获得任何知识，也就是谈
不上知识最大化。那么如何保证证言为真呢？这
就涉及到对说者的规范。尽管证言利害确证方案
主张听者在无利害关联时可以无理由地直接接受
说者的证言，但这并不意味着听者可以变成一个
不负责任的说者。因为没有负责人的说者也就没
有真正的听者。没有听者愿意相信说者，这也就
无所谓证言。由此说者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一
方面，当他知道某事为假，尤其可能损害他人时，
他至少不应该继续传播它。另一方面，他应该尽
可能使他的证言对别人有益。之所以如此，一个
原因是，说者这样做不但利他而且也利己，从总
体上满足他的利害原则。因为任何一个人既可以
是听者也可以是说者，听者与说者是相对而言的。
在求知上，如果人人皆说真言，那么对大家都好，
相反人人皆说谎言对大家都不利。所以按照利害
原则一个说者为了当他作为听者时受益，他也应
该遵守表达证言的规范，以让他的听者受益。
六、结　　语
无论如何，不管还原论、非还原论还是融合论，
它们都企图用某种单一的方法去说明证言的确证，
这是难以行得通的。本文并不认为这几种理论相
互排斥，而是认为它们是可以相互协调的，它们
都作为一个“待选项”被统一到“证言的利害确
证原则”之下以合适地对证言进行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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